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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

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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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检验主观收入水平在低龄老年人抑郁症状和主观幸福感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2022年数据，筛选 3666名 60-74岁低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与多

重线性回归分析探究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因素，采用 Hayes的 PROCESS程序检验主观收入水平在抑郁症状和主观

幸福感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总样本中，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B=-0.148,
P<0.001)；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B=0.052, P<0.001)，中低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更强

(B=-0.164, P<0.001)，高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该影响相对较弱(B=-0.112, P<0.001)。结论：抑郁症状显著削弱低龄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观收入水平在二者关系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高主观收入水平可缓冲抑郁症状的负面影

响。应系统开展低龄老年人抑郁筛查与心理干预；通过提升社会保障质量，增强其主观收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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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 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5年末，中国 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23.02%。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群体中的“中坚力量”，身体机能相对

完好，其生活质量与主观福祉不仅关系到个体晚年幸福，更对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2]。

主观幸福感作为反映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整合了个体对生活的认知评价与情感体验[3]，其影响因

素复杂多元。心理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作为两大核心维度，在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 5]。抑

郁症状作为老年群体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其患病率在低龄老年群体中呈上升趋势[6]。而主观收入水平作为个

体对经济状况的主观感知与评价，涵盖了与参照群体的比较、经济安全感等心理层面的认知，更能反映经济资源

对主观幸福感的实际影响[7]。此外，资源补偿理论指出个体拥有的各类资源能够相互补偿，缓冲风险因素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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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8]。主观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可通过获取更多健康服务等途径，缓解抑郁症状对主观幸福感的侵蚀。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关系，既未能充分揭示抑郁程度的连续变化对主观幸福感的

梯度影响，也未补充主观收入水平调节效应的实证证据[9-11]。鉴于此，本研究依托 CFPS 2022年全国代表性数据，

系统检验主观收入水平在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机制，为构建老年服务政策提供依据，助力推进积

极老龄化战略实施。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22年调查数据。CFPS由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抽样方法，覆盖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样

本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与可靠性[12]。调查内容涵盖家庭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等多个维

度，为研究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

本研究的纳入标准为：（1）年龄在 60-74岁之间；（2）核心变量（抑郁症状、主观收入水平、主观幸福感）

与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无缺失值。经筛选与清洗，最终得到 3666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定义

2.2.1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采用 CFPS核心问卷中的主观幸福感条目测量，该条目为单题项连续变量，受访者根据自身主观感受评分，

范围为 0-10分，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强。

2.2.2 自变量：抑郁症状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化版（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8, CES-D 8）测量受访者的

抑郁症状程度，信效度良好[13]。该量表共包含 8个条目，涵盖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等核心抑郁症状，

采用李克特 4级评分法：“几乎没有（<1天）”计 0分、“有些时候（1-2天）”计 1分、“经常有（3-4天）”

计 2分、“大多数时候有（5-7天）”计 3分。其中，条目 D“我感到愉快”和条目 F“我生活快乐”为反向计

分条目，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到抑郁总分，总分范围为 0-24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将抑

郁总分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以更精准地揭示抑郁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梯度影响。本研究采用的 8条目 CES-D
8 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71，对于条目数较少的简版量表而言，该结果表明其在本研究样本中具备理想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

2.2.3 调节变量：主观收入水平

采用 CFPS问卷中的单一条目测量：“您觉得您家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处于什么位置？”，选项分为 5级：1=
远低于平均、2=低于平均、3=平均水平、4=高于平均、5=远高于平均。为便于分析调节效应，将其重编码为二

分变量：中低主观收入水平（1-3分）与高主观收入水平（4-5分）。

2.2.4 控制变量

一般特征：性别（1=男性，0=女性）、年龄（连续变量，单位：岁）、教育程度（0=文盲/半文盲，1=小学，

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4=大专及以上）；城乡属性（1=城镇，0=农村）。

健康特征：自评健康状况（0=不健康，1=一般，2=比较健康，3=很健康，4=非常健康）、有无慢病（1=有，

0=无）。

2.3 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 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分类变量的分布特征，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连

续变量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分类变量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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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连续变量（如年龄、抑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低龄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因素。采用 Hayes的 PROCESS程序检验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并对调节效应进行简单

斜率分析。通过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VIF）判断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用德宾-沃森（D-W）统计

量检验模型残差的自相关性。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共纳入 3666名低龄老年人，其中农村样本 1873人，占 51.09%；城镇样本 1793人，占 48.91%。性别分布中

男性 1915人，占 52.24%；女性 1751人，占 47.76%。年龄均值为 66.400岁，中位数为 66.000岁。教育程度以文

盲/半文盲（32.95%）和初中（26.05%）为主，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仅占 3.25%。自评健康状况以比较健康为主

（39.80%），不健康者占 24.69%；慢病患者 1125人，占 30.69%。

抑郁总分均值为 5.804±4.483，25.18%的受访者处于抑郁状态（总分≥9分）；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7.624±2.174，
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观收入水平方面中低自评为主，占 68.74%，详见表 1和表 2。

表 1 连续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别/赋值 均数±标准差

主观幸福感 连续变量（0-10分） 7.624±2.174
抑郁总分 连续变量（0-24分） 5.804±4.483
年龄 连续变量（岁） 66.400±4.105

3.2 老年人抑郁症状与主观收入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

3.2.1 各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常住地、慢病患病状况、抑郁状态、自评健康状况和主观收入水平的低龄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得分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2。
表 2 受访者一般情况及不同特征受访者主观幸福感单因素分析

变量 类别 n（%） 主观幸福感（Mean±SD） t/F P 值

性别
男性 1915（52.24%） 7.681±2.094 1.681 0.093
女性 1751（47.76%） 7.560±2.258

常住地
城镇 1793（48.91%） 7.742±2.029 3.234 0.001
农村 1873（51.09%） 7.510±2.299

有无慢病
是 1125（30.69%） 7.429±2.235 -3.546 <0.001
否 2541（69.31%） 7.710±2.141

是否抑郁状态
是 923（25.18%） 6.582±2.498 -15.451 <0.001
否 2743（74.82%） 7.974±1.932

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1208（32.95%） 7.546±2.413 0.849 0.494
小学 772（21.06%） 7.610±2.129
初中 955（26.05%） 7.716±2.067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612（16.69%） 7.645±1.960
大专及以上 119（3.25%） 7.647±1.754

自评健康状况

不健康 905（24.69%） 6.935±2.408 52.219 <0.001
一般 500（13.64%） 7.432±2.046

比较健康 1459（39.80%） 7.705±2.025
很健康 393（10.72%） 8.178±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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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健康 409（11.16%） 8.557±1.981

主观收入水平
低自评 2520（68.74%） 7.315±2.157 -13.252 <0.001

高自评 1146（31.26%） 8.301±2.055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0.344，P<0.001），即抑郁症状越严

重，主观幸福感越低，详见表 3。
表 3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年龄 抑郁总分 主观幸福感

年龄 1
抑郁总分 -0.029 1
主观幸福感 0.054** -0.344*** 1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3.2.2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

如表 4所示，抑郁总分对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向影响（B=-0.148，P<0.001），即抑郁症状越严重，主观幸福

感越低；主观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825，P<0.001）；年龄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

响（B=0.020，P=0.013）；自评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B=0.223，P<0.001），值得注意的是，

慢病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B=0.236, P=0.002），具体机制见讨论。总样本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显著，

F(8, 3657) = 94.368，P < 0.001，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Durbin-Watson值为 1.859，接近 2，提示残差序列独

立性良好，无明显自相关问题；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3，远低于 10的临界值，表明自变量间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B 标准误 β t P VIF
抑郁总分 -0.148 0.008 -0.305 -18.662 <0.001 1.181
年龄 0.020 0.008 0.039 2.472 0.013 1.082

教育程度 -0.023 0.031 -0.013 -0.760 0.447 1.243
自评健康状况 0.223 0.029 0.130 7.695 <0.001 1.250

性别（参照组：女性） -0.127 0.069 -0.029 -1.851 0.064 1.103
常住地（参照组：农村） 0.106 0.069 0.024 1.544 0.123 1.102
有无慢病（参照组：无） 0.236 0.076 0.050 3.108 0.002 1.146

主观收入水平（参照组：中低主观收入水平） 0.825 0.072 0.176 11.414 <0.001 1.047

注：B为非标准化系数，β为标准化系数，VIF为方差膨胀因子。

3.3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纳入抑郁总分与主观收入水平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0.052, P=0.001），说明主观收

入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此时，抑郁总分的主效应仍显著为负（B=-0.164, P<0.001），主观收入水平的主效应显

著为正（B=0.835, P<0.001）。

表 5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N=3666）

变量 B 标准误 t P 95%CI
抑郁总分 -0.164 0.009 -17.641 <0.001 [-0.182, -0.146]

主观收入水平（参照组：中低主观收入水平） 0.835 0.072 11.567 <0.001 [0.694, 0.977]
抑郁总分*主观收入水平 0.052 0.016 3.273 0.001 [0.021, 0.083]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中低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抑郁总分每增加 1分，主观幸福感下降 0.164分（B=-0.164，
P<0.001，95%CI：-0.182~-0.146）；高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抑郁总分每增加 1分，主观幸福感下降 0.112分（B=-0.112，



146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0.001，95%CI：-0.139~-0.086），表明高主观收入水平显著缓冲了抑郁症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详见表

6和图 1。
表 6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主观收入水平） B 标准误 t P 95%CI
中低水平 -0.164 0.010 -17.641 <0.001 [-0.182, -0.146]
高水平 -0.112 0.014 -8.307 <0.001 [-0.139, -0.086]

图 1 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抑郁症状的简单斜率分析图

4 讨论

4.1 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因素分析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和自评健康状况均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情

绪调节与共情能力不断成熟，有能力应对各类负性事件，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14]。此外，本研究发现自评健

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与张嘉琪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15]，进一步证实良好的健康状况是提升低龄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支撑。

本研究还发现，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中，患慢病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单因素分析显示其总效应

为负向，这表明慢病可能主要通过降低自评健康间接损害幸福感，与隋欣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16]。控制自评健康

等因素后，其直接效应转为正向，这可能是由于慢性病患者常伴随更多医疗关注与社会支持，从而提升了主观幸

福感。

4.2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抑郁症状的出现会直接侵蚀老年人的积极心理体

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这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17]。同时本研究将抑郁症状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进一步

发现这种影响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即 CES-D 8量表总分每增加 1分，主观幸福感显著下降 0.148分，更精准地

揭示了“抑郁程度越高，幸福感越低”的线性关系，说明即使是亚健康水平的抑郁症状也会损害低龄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这提示在基层老年健康管理中，不应仅仅关注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重度抑郁患者，对于处于亚临床或轻

度情绪低落状态的低龄老年人，早期心理干预同样可产生显著效益。

低龄老年人虽身体机能相对较好，但仍面临退休适应、角色转变、慢病困扰等多重压力，这些压力因素与抑

郁症状相互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从心理机制来看，首先，抑郁症状会引发持续的情绪

低落、兴趣减退等负面情绪体验，直接降低个体对生活的积极评价。其次，抑郁会损害认知功能，导致注意力不

集中、思维迟缓，影响个体对生活事件的认知加工，使其更易产生负性认知偏差[18]。此外，社会参与是提升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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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抑郁症状会减少社会参与行为，导致社交隔离，使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降低[19]。

4.3 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

研究证实，主观收入水平在低龄老年人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在中低主观收入水平

群体中，抑郁症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强，而在高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该影响较弱，说明较高的主观收入

水平能够缓冲抑郁症状的冲击。该结论与资源补偿理论观点相一致[20]，即个体在衰老过程中会面临内生性资源的

持续损耗（如抑郁），而可自主支配的外源性资源（如收入）可通过补偿性策略，缓冲资源流失带来的负向影响，

维持个体福祉水平的稳定。

这一调节效应的内在机制，可分为经济安全感与社会资源两个核心层面。一方面，较高的主观收入水平意味

着更强的经济安全感，老年人无需过度担忧医疗、养老等经济支出，从而减少心理压力，缓解抑郁症状带来的负

面情绪[21]。另一方面，主观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有能力参与社交活动、文化娱乐等，丰富的社会参与能够提

升自我价值感，分散对负面情绪的注意力，进而缓冲抑郁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22]。

4.4 研究的优势、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优势如下：基于 CFPS全国代表性数据，采用主观收入水平反映个体对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而非

客观收入绝对值，包含了与参照群体的比较、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等心理层面的因素，更能体现经济资源对心

理健康的实际影响。此外，将抑郁症状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可以更好地揭示抑郁程度对幸福感的梯度影响。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采用横断面数据，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主观幸福感、主观收入水平依赖单一题项测量，

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未考虑社会支持、早期生活经历等变量，可能遗漏重要关联因素。

未来可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探究抑郁症状、主观收入水平与幸福感的长期动态关系；并结合客观收入水

平与主观收入水平，分析二者交互作用；同时纳入社会支持、早期生活经历等变量，构建更全面的影响机制模型。

5 结论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观收入水平在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显

著的调节作用，较高的主观收入感知能够有效缓冲抑郁症状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应系统开展低龄老年人抑郁筛

查与心理干预；注重提升自评健康感知与健全社会支持网络；还可通过提升社会保障质量，增强其主观收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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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young-old adults. METHODS: Based on the 2022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3,666 young-old adults aged 60–7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ayes’ PROCESS macro was

use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In the total sample, depressive symptom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young-old adults (B=-0.148, P<0.00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was significant (B=0.052, P<0.001).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stronger in the low-to-medium subjective income group (B=-0.164, P<0.001) and

relatively weaker in the high subjective income group (B=-0.112, P<0.001). CONCLUSION: Depressive symptoms significantly

impair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young-old adults, and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A high level of subjective income can buffer the adverse effe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Systematic depression screening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young-old adults. Meanwhile,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should be

improved to enhance their subjective incom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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